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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跨层次影响研究

林    芹,  易凌峰
（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062）

摘　要： 创业型领导是创业创新背景与高度不确定环境下的有效领导力，有助于企业构

建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探究组织创业型领导

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文章利用企业高层管理者与团队的纵向配对数据进行

跨层次分析，发现组织创业型领导可以提升团队创造力，这种积极影响是通过激发团队跨界即

团队与外部相关主体的积极互动而产生的，而团队认知多样性即团队成员的多元认知方式能

增强以上关系。文章从团队行为过程视角拓展了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研究，通过领

导效能诠释创业如何驱动创新，为企业变革领导力与提高团队创造力提供了新的见解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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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业创新的时代背景与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不仅促使组织模式产生新的变化，还对企业

管理者的领导力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在强调合作互动、知识共享的现代企业中，团队工作模

式因其应变灵活和多元化等优势而被企业广泛采纳与应用（Rego等，2018）。在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下，团队作为企业的基本单元，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深入合作，能够充分利用不同的知识

技能，从而产生协同效应（Mathieu等，2008）。并且，团队创造力是企业创新实践与竞争优势的

重要来源（Amabile，1983），提高团队创造力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例如，阿里巴巴的核心价值

观就包括团队合作与拥抱变化，阿里巴巴鼓励员工进行团队协作和创造变化。团队创造力是团

队整体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对产品、技术、流程或服务等提出有效创新构想的能力，是组织

建立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Farh等，2010）。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与环

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管理者的领导能力面临变革升级的需求（Olutade等，2015），由此引发

阿里巴巴、华为、苹果等企业大规模的创业型领导管理实践，这些企业善于发掘和把握市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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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并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开发新技术领域等方式创造新的价值。创业型领导强调领导者在不

确定环境中应对动态变化时表现出的创业行为和能力，创业机会识别、持续变革创新与战略价

值创造是创业型领导的重要能力特质（Tarabishy等，2005；Renko等，2015）。因此，作为这一背

景环境下的有效领导力，创业型领导如何提升团队创造力对于企业的创新与发展至关重要。

在现有的创业型领导效能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探索了创业型领导在组织或个体层次的效

能，如组织绩效（Supartha和Saraswaty，2019）、创业绩效（Huang等，2014）、员工创新行为

（Bagheri，2017）等，较少有研究考察创业型领导在团队层次的有效性，而以团队创造力为效能

结果的文献尤为匮乏。并且在已有的少数研究中，学者们仅从心理认知视角分析创业型领导对

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如创业型领导通过团队创新效能或团队心理安全来增强团队创造力

和创新（Hu等，2014；Cai等，2019）。可见，已有的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聚焦于

团队内部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鲜少关注团队外部行为过程的传导效应。此外，组织的扁平化

和柔性化使得企业高层直接通过团队工作形式来开展活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团队

层面的创业型领导，导致学界的研究进展严重滞后于企业实践的发展。由于团队创造力是复杂

团队过程所形成的结果，领导则会影响团队过程和结果（Chen等，2002），因此有必要明晰组织

层面的创业型领导如何影响团队的行为过程进而强化团队创造力。该主题研究将有助于企业

高层管理者直观地根据团队的外在行为来甄别团队的创造力水平，以更为高效地发挥创业型

领导的影响力和效能。

创业型领导的核心特质在于机会探索和开发，强调对不确定环境的动态适应、资源整合与

变革创新（Gupta等，2004；Renko等，2015），能够调动团队知识创新的积极性，激发团队的创造

力。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认为，团队要实现知识创造，不能只依靠其原有的知识基础，

还需要汲取外部的新知识，在知识体系不断更新的基础上通过内外部知识的融合与一体化进

行创造性活动（Grand等，2016）。而团队跨界行为正是团队获取、整合与利用外部知识的重要方

式，指团队打破既定知识体系，积极开拓思路，跨越边界从外部汲取新知识，以实现团队的创造

性工作结果（Marrone等，2007）。团队跨界作为团队创造力的重要过程因素（刘伟国等，2018），
有助于团队与外界建构关系、开展协作，从外部获得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并与团队内部知识进

行整合，最终形成新的知识体系（Marrone，2010）。鉴于此，团队跨界是创业型领导强化团队创

造力的重要行为过程。另外，从事跨界活动的团队成员的个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团队创

造力的发挥，作为成员个体认知的构成特征，团队认知多样性被视为团队创造力的关键情境因

素（Wang等，2016），反映团队知识基础的多元化。根据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

（Grand等，2016），团队利用跨界活动所吸收知识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有利于团队的知识创造，因

此，团队认知多样性会影响团队跨界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创业型领导通过

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

综上，本研究从团队行为过程视角考察创业型领导如何影响团队创造力这一问题，基于团

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将团队跨界与团队认知多样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索企业高层

即组织层次的创业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机制及边界条件，有助于拓展创业型领导与团队

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丰富创业型领导效能的研究层面，并由此诠释创业如何驱

动创新，同时有利于企业高层管理者在创业创新背景和高度动态环境下增强创业型领导的有

效性与团队的创造力。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

创业型领导作为融合创业与领导领域的新兴领导力（Zaech和Baldegger，2017），能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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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组织整合资源进行战略创业，强调机会识别与优势搜寻行为（Covin和Slevin，2002）。
Gupta等（2004）以企业高层管理者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创业型领导的概念内涵已受到学界的

广泛认可，即通过创建愿景来号召和动员组织成员的支持、参与，致力于发现和创造战略价值。

团队创造力则是指团队成员通力合作，共同开发或生产新颖有用的想法、产品、流程等（Shin和
Zhou，2007）。创业型领导能够适应高速变革和动态竞争的环境，强调团队应对挑战的重要性，

鼓励团队创造新的方法，从而激发团队更大的创造力（Kuratko，2007；Chen，2007）。
创业型领导将探索和利用机会以产生创造性成果作为组织的重要目标（Surie和Ashley，

2008；Renko等，2015），具有构建挑战、吸收不确定性、厘清路径、建立承诺与阐明约束五大能

力特质（Gupta等，2004），创业型领导正是利用这些能力对团队创造力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创

业型领导通过设定挑战与建立承诺来创造具有建设性和吸引力的愿景并获得组织成员的认

可，同时积极发挥风险承担精神来营造组织的创新氛围，并且构建清晰的路径、阐明相关约束

以使成员深刻认识组织的发展现状和方向，为发掘机会与创造价值提供一定的支持条件和有

利环境，从而激励成员共同从事变革创新活动（Gupta等，2004；Prieto，2010）。而团队是组织活

动开展的基本单元，创业型领导激发成员的集体性创新，与组织中团队的创造性努力和成果高

度匹配（Chen，2007；Bagheri和Pihie，2011）。
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指出，团队的知识创造主要由团队内部的学习和共享机制

所驱动（Grand等，2016）。作为变革创新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创业型领导致力于创业机会的识别

和开发，通过构建创新氛围、整合资源等方式鼓励成员持续创新，将机会转化为商业价值以创

造组织的竞争优势，而知识学习和共享是以知识资源进行创新的重要途径（王弘钰和刘伯龙，

2018）。创业型领导注重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够促进组织成员及团队的知识活动，团队的知识学

习、共享与整合等一系列过程有助于团队获得知识创新成果，形成团队创造力和创新（Hu等，

2014）。并且，创业型领导能够在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支持，使团队成员加强机会

探寻和试错学习等创造性活动，从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创造力水平（Jaussi和Dionne，2003）。基于

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创业型领导可以增强团队创造力。

（二）团队跨界的中介作用

团队跨界是指团队为实现目标而跨越团队边界，积极与外部相关主体如客户、供应商、上

级领导和其他团队等建立关系并保持互动的行为（Faraj和Yan，2009；Marrone，2010）。在这一

行为过程中团队为适应外界环境而主动与外部保持协调并获取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和反馈，使

得团队跨界成为不确定环境中组织正式结构、规则失效的一种有利补充机制（Gibson和
Dibble，2013）。而创业型领导正是应对动态复杂环境的有效领导力（Renko等，2015），其领导效

能与团队跨界高度契合。具体而言，创业型领导具备应对挑战和不确定性所需的远见和洞察

力，可以通过前瞻性行动实现组织愿景与创业成功（Gupta等，2004），而这类预见性活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获取外界的知识信息以准确地预测、分析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因而创业型领导需

要推动团队的跨界活动，驱使团队成员与外部行为主体产生积极互动和紧密联系，以此快速、

及时地掌握外界信息和获取资源支持。并且，创业型领导追求持续创新以及战略性资源管理等

能力（Covin和Slevin，2002），也为团队跨界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团队跨界是团队获取、整合与创造知识的过程，根据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团队

的知识创造和创新来源于团队对知识的吸收、共享与整合等一系列知识活动（Grand等，2016）。
创业型领导表现出对创新成果的较高期望，注重与外界的交互以最大化整合内外部资源进而

实现战略性资源管理（王弘钰和刘伯龙，2018），因而能够驱动团队成员打破常规、开拓思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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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学习，通过跨越团队或企业边界与外部相关主体建立联系、开展协作，搜寻外部有价值的

知识资源，并与团队内部原有的知识相融合而生成新的知识体系（Marrone，2010），由此帮助企

业领导者突破资源束缚，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从而适应动态多变的环境。换言之，在组织创业型

领导的影响下，团队跨界行为变得更加活跃，因此，创业型领导有助于促进团队的跨界活动。

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认为，团队学习是团队知识创造的重要机制（Grand等，

2016）。团队跨界实质上是团队学习的具体表现，是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创新能力并构建竞争

优势的过程（薛会娟，2010），而知识则是团队创造力的基本要素。团队跨界能够帮助团队汲取

外部知识，拓展团队知识范围，推动团队的知识创新活动，获得团队工作的新构想和新方案，由

此强化团队的创新能力（Ancona和Caldwell，1992；Malhotra和Majchrzak，2004）。可见，团队跨

界是一种外部导向的创新行为，在团队与外部相关主体的交流互动中，团队通过客户获取市场

需求和个性化信息，通过供应商知悉供求状况与行业信息，通过组织中上级领导和其他团队等

寻求意见反馈并加强组织团队之间的协作，由此从不同渠道获得实际或潜在的多元化知识资

源，从而整合团队异质知识，优化团队工作流程，改善团队活动质量，包括加深团队整体对外部

市场的理解以及强化团队的知识共享，最终促进成员集体的创造行动（Choi，2002）。因此，团队

跨界使得团队不仅能有效感知外界变化和需求，还可以通过与外部的交互联结来获取异质知

识资源，对激活团队创新潜力与提升团队创造力无疑是有利的（Marrone，2010）。
在当前创业创新背景下，任务不确定性与资源稀缺性导致团队通过跨界活动获取外部资

源显得极为重要，同时增强了跨界活动对团队绩效的作用（Faraj和Yan，2009）。总体而言，团队

跨界在构建团队内部与外部主体多方面关系的基础上，为团队获取各种渠道的信息、资源、支

持以及反馈创造了重要的途径，以此促进了团队对知识的吸收与再创造（Tortoriello和
Krackhardt，2010）。因此，团队跨界活动能够有效提升团队的创造力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创业型领导能够引导组织进行机会开发和变革创新，实现战略性资源管理

与组织价值创造，而知识是创新和创造的关键基础，团队是组织结构的基本单元，创业型领导

可以推动团队的跨界活动，促使团队搜寻、传递和利用外部知识。根据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

向理论（Grand等，2016），创业型领导通过充分发挥其在环境适应与持续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和

影响力来鼓励团队开展跨界活动，从外部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来及时把握市场动向以保持

与外界环境的协调，并且融合内外部异质知识，通过知识创新来构建竞争优势以应对市场的动

态变化，这一过程有助于团队形成较强的创造力。可见，创业型领导可以通过团队跨界这一行

为过程强化团队整体的创造力。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2：团队跨界在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创业型领导能够促进团队

跨界进而增强团队创造力。

（三）团队认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团队认知多样性是指团队成员在思维方式、观念想法、知识技能与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差

异（Van der Vegt和Janssen，2003）。认知多元化反映团队知识资源的异质性，是推进复杂团队过

程的重要力量，最终影响团队的有效性（李楠和葛宝山，2018），例如，多样化的认知来源为团队

创造力奠定了知识基础（Kearney和Gebert，2009）。本研究认为，团队认知多样性影响团队跨界

过程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即团队跨界活动在团队认知多样性高的情境下更能有效增强团队

的创造力。

团队跨界活动为团队引进外部的新知识，使得团队可以通过内外知识整合与重组提升工

作质量和创造力水平。根据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Grand等，2016），新知识无法自然转

化为创造性结果，团队成员需要投入更多认知资源才能发挥集体创造力。而团队认知多样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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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触发与创造力相关的认知过程，如信息处理、观点重构、知识整合等（Joshi和Roh，2009）。当
团队具有较高的认知多样性时，跨界团队成员易于形成新的创意和想法（Perry-Smith和
Shalley，2003），因为团队成员之间在知识信息、技能经验等方面更加多元，对知识进行创新的

能力更强，可以充分发挥团队跨界活动的作用，增加团队的创造性成果。反之，当团队认知多样

性水平较低时，跨界团队成员思想观念、知识能力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导致团队整体的认知空

间较为狭隘，不利于团队跨界所得知识的消化吸收和创造性重组，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团队的

创造能力和创新潜力。可见，团队认知多样性是团队跨界促进团队创造力的重要边界条件，团

队认知多样性水平越高，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影响越强。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团队认知多样性对团队跨界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团队认知多样

性越高，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影响越强。

结合上述假设推演，团队认知多样性与创业型领导、团队跨界及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关系可

进一步理解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即创业型领导通过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对于

不同认知多样性的团队而言有所区别。团队认知多样性水平较高，则团队具有较大的认知空

间，团队成员对具体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差异化的认知方式使得个体优势得以展现

（Park和Kim，2015），此时团队受到组织创业型领导的感召和激励而勇于冒险、创新，积极拓展

团队外部活动，从中获取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并通过认知视角丰富的团队成员的知识碰撞和深

度互动实现知识的重组和创新（Van der Vegt和Janssen，2003）。在这种情形下，创业型领导可以

通过团队跨界更为有效地增强团队创造力。相反，团队认知多样性水平较低，则同质化的认知

方式使得团队成员易于达成共识，缺乏头脑风暴与灵感激发的过程和机会，难以产生多元想法

和创新知识（Mello和Rentsch，2015）。在该情形下，即便创业型领导促进了团队跨界活动，团队

有限的认知来源和能力也会束缚团队创造力的发挥。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团队认知多样性对团队跨界在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正向调

节作用，团队认知多样性越高，创业型领导通过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影响越强。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创业型领导

团队跨界 团队创造力

组织层次

团队层次

团队认知多样性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相关数据，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长三角地区的高科技企

业研发团队，具体调查对象是企业高层管理者及其下属团队成员。研发团队作为高科技企业的

核心单元，其工作存在明显的创新性质，对于研究团队创造力更具代表性。本次问卷调查过程

得到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及人力资源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首先向高层管理者说明调查目的

并征得其同意以开展调查；然后由高层管理者随机选取该企业的若干研发团队，通过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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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获取各个团队的信息，从而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与团队准备相应份额的嵌套问卷；最后结合

实地调查与网络途径完成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在填答问卷前向所有被试解释本次调查的学术

意义、匿名方式及保密措施以确保被试的参与度和调查的真实性，问卷回收之后对企业高层管

理者与下属团队的数据进行匹配编码。

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取不同来源与配对追踪的方法进行分阶段数据收集，其

中，第一阶段由团队成员填写个人和团队信息，并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创业型领导以及团队跨

界与团队认知多样性进行测评，第二阶段由企业高层管理者填写个人背景信息，同时针对具体

的研发团队来评价团队创造力，两个调查阶段的时间间隔为两个月。本研究向85个团队发放了

412套问卷，并根据填答内容的完整性和质量以及纵向配对的有效性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最

终获得73个团队的356套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41%。企业高层管理者样本中，男性占

56.90%，平均年龄37.69岁，硕士以上学历占51.72%；团队成员样本中，男性占55.10%，平均年龄

26.77岁，硕士以上学历占48.43%。团队规模为4—10人。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选用已被现有文献应用的国外成熟量表，对其进行

翻译和回译，并结合研究实际做出适当修改，以此形成准确的中文表述。本研究的条目测量均

采用Likert 5点法进行计分。

创业型领导：采用Huang等（2014）基于Gupta等（2004）的研究所改编的5维度26题项量表，

由团队成员评价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创业型领导能力，具体条目如“企业高层领导主动承担风险

以降低员工对工作不确定性的担忧”“企业高层领导鼓励员工进行自我思考并勇于挑战一成不

变的事情”等。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2。
团队跨界：使用Faraj和Yan（2009）开发的4题项量表，由团队成员评价团队整体的跨界活

动情况，具体条目如“团队鼓励成员从部门外获取信息和资源”“团队鼓励成员代表团队来接触

部门外的重要角色”等。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6。
团队创造力：采用Jia等（2014）开发的6题项量表，由企业高层管理者评价团队整体的创造

力水平，具体条目如“团队寻求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团队对现有产品、服务、流程加以改良或做

出新的运用”等。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4。
团队认知多样性：使用Shin等（2012）开发的4题项量表，由团队成员评价团队认知方式的

多样化程度，具体条目如“团队成员在思维方式上差异很大”“团队成员在知识与技能方面差异

很大”等。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5。
控制变量：由于领导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与团队规模可能会影响团队成员

的互动及团队整体的创造力水平（Solongo等，2015；刘伟国等，2018），因此本研究将企业高层

领导的性别（1-男，2-女）、年龄（领导岁数）、学历（1-大专以下，2-本科，3-硕士，4-博士）以及团队

规模（团队成员人数）作为控制变量。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同时考察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其次，为确保从个体层次测量的变量能够聚合到理论模型中的团队层次或组织层

次，需要检验相关变量的聚合指标；再次，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最后，运

用Mplus软件通过跨层次结构方程模型（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MSEM）来验证本

研究的假设关系，并利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与简单斜率分析来具体说明变量的中介

效应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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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来检验核心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比较创业型领导、团队跨

界、团队创造力和团队认知多样性的四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及单因子模型的拟

合优度，结果如表1所示。该表显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χ2/df=1.930，RMSEA=
0.057，SRMR=0.043，CFI=0.957，TLI=0.950），其他替代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未达到要求。检

验结果表明，创业型领导、团队跨界、团队创造力与团队认知多样性四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此外，Harman单因子法的结果反映，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20.079%的总

方差，结合单因子模型的拟合结果，可进一步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RMSEA SRMR CFI TLI
四因子模型（EL，TBS，TC，TCD） 1.930 0.057 0.043 0.957 0.950
三因子模型（EL+TBS，TC，TCD） 4.184 0.106 0.063 0.851 0.829
三因子模型（EL，TBS+TC，TCD） 4.111 0.105 0.062 0.854 0.833
三因子模型（EL，TBS，TC+TCD） 3.795 0.099 0.096 0.869 0.850
二因子模型（EL+TBS，TC+TCD） 6.009 0.133 0.107 0.762 0.730
二因子模型（EL+TC，TBS+TCD） 7.038 0.146 0.118 0.713 0.675
单因子模型（EL+TBS+TC+TCD） 8.474 0.163 0.116 0.642 0.598
　　注：N=356；EL表示创业型领导，TBS表示团队跨界，TC表示团队创造力，TCD表示团队认知多样性。
 
 

（二）聚合分析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中组织层次的创业型领导以及团队层次的团队跨界与团队认知多样性

三个变量均由员工个体层次进行测量，需要从组内同质性和组间差异性两个方面论证变量数

据是否适于聚合到组织或团队层次。因此，本研究分别计算变量的组间相关系数ICC（1），ICC（2）
和组内一致性系数rwg（j）均值来检验数据聚合的可行性。结果显示，创业型领导ICC（1）=0.15，
ICC（2）=0.54，rwg（j）均值=0.93；团队跨界ICC（1）=0.30，ICC（2）=0.75，rwg（j）均值=0.91；团队认知多

样性ICC（1）=0.32，ICC（2）=0.76，rwg（j）均值=0.87。由此可知，创业型领导、团队跨界和团队认知

多样性的聚合指标均符合标准，数据在组织或团队层次的聚合是有效的。

（三）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本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数据显示，创业型领导与团队跨界

（r=0.458，p<0.01）和团队创造力（r=0.372，p<0.01）显著正相关；团队跨界与团队创造力（r=0.430，
p<0.01）显著正相关；团队认知多样性与团队跨界（r=0.226，p<0.05）和团队创造力（r=0.251，
p<0.01）显著正相关。上述结果与本研究的预期相一致。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领导性别 1.431 0.496 1.000
2.领导年龄 37.687 3.355 0.036 1.000
3.领导学历 2.612 0.687 0.059 0.331** 1.000
4.团队规模 4.847 3.588 −0.037 0.038 −0.304** 1.000
5.创业型领导 3.827 0.793 −0.044 0.091 0.048 −0.049 1.000
6.团队跨界 3.763 0.512 0.112 0.127 0.047 −0.146 0.458** 1.000
7.团队创造力 3.815 0.843 −0.093 0.105 −0.059 −0.110 0.372** 0.430** 1.000
8.团队认知多样性 3.024 0.659 0.073 −0.084 −0.031 −0.014 0.189 0.226* 0.251** 1.000
　　注：N=356；*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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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跨层次结构方程模型，在控制领导性别、年龄、学历和团队规模的基础上，通过

路径分析和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估计来检验整体的假设模型（Preacher等，2010），图2显示了本研

究模型的路径关系。

首先，组织创业型领导对团队跨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07，p<0.01），团队跨界显著

正向预测团队创造力（β=0.462，p<0.01），并且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直接效应显著

（β=0.285，p<0.01），说明团队跨界在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而假设

H1和H2均成立。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表明，团队跨界的中介效应为0.234，置信区间不包含零

（95% CI=[0.106，0.299]），假设H2得到进一步验证。

其次，团队认知多样性对团队跨界与

团队创造力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

（β=0.316，p<0.01），因而假设H3通过检验。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团队认知多样性的调节

效应，本研究设定该变量高于和低于均值

一个标准差的两种情形来进行简单斜率分

析，其调节作用如图3所示。从该图可以看

出，在认知多样性水平较高的团队中，团队

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促进作用突出（β=
0.728，p<0.01）；相反，对于认知多样性水

平较低的团队，尽管团队跨界能够正向影

响团队创造力，但其影响力并不显著（β=
0.097，p>0.05），假设H3再次获得支持。

最后，本研究利用蒙特卡洛模拟（重复5 000次）检验团队认知多样性对团队跨界在创业型

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所存在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被调节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3。由
该表可知，在团队认知多样性较高的情形下，创业型领导通过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产生影响

的间接效应为0.256，且作用显著（95% CI=[0.190，0.384]）；在团队认知多样性较低的情形下，

创业型领导通过团队跨界影响团队创造力的间接效应为0 .083，但作用不显著（95%
CI=[−0.039，0.260]）；而两种情形间接效应的差异值0.173达到显著水平（95% CI=[0.092，
0.316]）。由此可见，团队跨界的中介效应受到团队认知多样性的正向调节，即在创业型领导与

团队创造力的关系中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因而假设H4成立。

创业型领导

团队跨界 团队创造力

组织层次

团队层次

团队认知多样性

0.507**

0.316**

0.462**

0.285**

 
注：N=356；**p<0.01。

图 2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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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团队认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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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以具有创新特征的高科技企业研发团队为研

究对象，深入探讨了组织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关系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这

一作用过程的边界条件，由此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组织创业型领导能够有效地提升团队创造力。以往研究表明领导是团队创造力的重要

影响因素，本研究也证实了创业型领导对提高团队创造力的有效性。在创业创新背景下，创业

型领导作为一种融合创业与领导特征的新型领导力，能够审势相机即洞察市场环境来识别创

业机会，通过创新实现机会的利用和开发，将其转化为价值创造，以此构建组织的竞争优势，从

而有效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商业环境，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Gupta等，2004；Renko等，2015）。
随着组织的扁平化和柔性化发展，团队作为组织创业创新的基本单位和重要力量，在创业型领

导的影响下，将变革创新自觉内化为共识并从事集体创造性活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创造

力水平。

（2）创业型领导通过推动团队跨界而增强团队创造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开放式创新环境

下，如何加强团队的知识探索和利用活动以实现知识创新成为现代企业领导者需要解决的一

大问题。团队跨界作为团队与外界交互以及团队学习的重要方式，能够获取有价值的新知识，

并将这些知识传递至团队内部，通过内外部知识整合完成知识的更新，有助于团队利用新的知

识体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Marrone，2010;薛会娟，2010）。本研究发现，创业型领导的追求创

新、风险承担、战略性资源管理等能力特质和行为表现可以促进团队跨界活动，进而增强团队

的创造力。通过团队跨界方式，创业型领导能够引导团队构建内外部知识联动机制，帮助团队

跨边界整合知识并实现知识创新。

（3）在不同团队认知多样性条件下，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以及创业型领导通过团

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认知多样性高的团队，团队跨界活动可以有效

提升团队创造力，并且创业型领导通过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影响更为突出。本研究发

现，团队认知多样性会强化团队跨界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作用，多样的认知来源容易带来知识

碰撞和灵感激发，为团队的知识创造提供基础（Kearney和Gebert，2009；Mello和Rentsch，
2015）。团队通过跨界搜寻和吸收异质知识，结合团队成员的多元化认知方式，将激发团队的创

造性活动，而这种正向协同效应对于创业型领导通过促进团队跨界来提高团队创造力这一影

响过程也是有效的。

（二）理论意义

本研究通过剖析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作用，从领导效能方面诠释了创业如何

驱动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从团队行为过程的角度拓展了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视角。作

为创业创新背景下的新兴领导力，创业型领导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学界前期试图挖掘创业型

表 3    被调节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情形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下限 95%置信区间上限

团队认知多样性
高水平 0.256 0.190 0.384
低水平 0.083 −0.039 0.260
差异 0.173 0.092 0.316

　　注：N=356；高水平和低水平是指团队认知多样性变量高于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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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能力特质与行为表现，聚焦于创业型领导的概念内涵与量表开发（Gupta等，2004；
Renko等，2015），后期则利用创业型领导量表开展实证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探索创业型领导对

组织层面或员工个体层面的影响，包括组织绩效（Supartha和Saraswaty，2019）、员工创新行为

（Bagheri，2017）等。而在鲜少的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关系研究中，研究者仅从心理认知视

角分析创业型领导如何激发团队内在心理因素以调动团队创造的积极性（Hu等，2014；Cai等，

2019）。本研究则关注创业型领导如何通过团队外在行为过程来提高团队创造力，为创业型领

导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现有内在心理机制研究的基础上

扩展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关系的外在机制研究。

其次，本研究丰富了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于创业型领导如何

提升团队创造力这一问题，已有学者运用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了团队创新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

（Cai等，2019），本研究则基于团队知识涌现的过程导向理论（Grand等，2016），结合创业型领导

的核心能力以及团队创造力的本质特征，将团队跨界视为重要的团队行为过程，探讨其在创业

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传导作用。并且，在考虑团队成员构成特征与团队多样性的基础

上，本研究考察了团队认知多样性是否影响创业型领导、团队跨界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本研究契合当下知识创新和创业的时代背景，从知识相关理论视角剖

析创业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为诠释二者的影响过程提供了一个新

的理论基础。

最后，本研究突出了企业高层创业型领导对团队有效性的跨层次影响。以往的创业型领导

效能研究，多数从单一层面论述创业型领导对组织、团队或个体有效性的影响作用（Huang等，

2014；Sani等，2018）。由于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柔性化促使企业高层管

理者变革自身领导力并通过团队工作模式开展活动，以此适应不确定环境并实现领导影响力

在组织各层次的渗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创业型领导的跨层次影响问题。本研究通过分析

团队跨界在组织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传导效应，以及团队跨界与团队认知多样性

的协同作用如何影响二者关系，揭示了企业高层的创业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跨层次影响机

制，同时发掘了创业型领导的多层面影响力，从而深化了对创业型领导效能的认识。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探索组织创业型领导如何影响团队创造力，对于企业高层管理者改善领导实践与

提高集体创造力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一，在创业创新和高度不确定环境下，传统领导力已无法满足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企

业高层管理者必须变革和升级自身领导力，以创业型领导模式应对环境的变化与企业的需求。

具体而言，企业高层管理者应以战略创业为导向，追求持续创新，通过构建愿景、承担风险与激

情感召等来调动企业员工，使其致力于机会识别和开发，从而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并且，领导

者需要充分利用团队工作形式增强组织柔性，强调团队成员合作创造与协同创新的重要性，进

而引导团队成员积极开展集体创造性活动，由此提升团队的创造力和创新性。

第二，企业高层管理者有必要深刻认识团队跨界活动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作用，动员企业

各个团队破除僵化的知识体系，主动从外部获取有价值的知识进行知识更新、整合与重组，并

形成创造性产出。在知识经济与开放式创新时代，跨界协作是企业应对复杂变化与市场竞争的

重要途径。团队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组成单元，其跨界活动有助于企业构建灵活高效的内外部

联动机制，将外界知识信息传递至内部，实现团队的资源共享与价值共创。因此，领导者除了需

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工作团队，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来发挥团队协同效应的优势之外，还要

推动团队跨越企业边界，加强与外界主体的互动以获取新的知识资源，有效预测环境的变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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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并整合内外部知识来促进知识创造，从而使企业以变革创新保持与环境的动态匹配。

第三，企业高层管理者在加强自身创业型领导能力建设的同时，应当完善团队的多样性管

理。在新生代员工与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团队内部员工认知方式的差异化和多样性日益突出，

面对团队认知多样性这一挑战，企业高层管理者需要充分利用团队跨界活动的优势，在团队吸

收新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成员的异质认知方式促进团队内部的知识碰撞与灵感创新，并采取适

当的措施增强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此弱化团队多样性所造成的团队冲突和矛盾，最大限

度地发挥团队认知多样性与团队跨界的协同作用，以提高团队的创造力水平。

（四）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通过配对追踪和多来源方

式收集数据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而数据均来自样本的主观报告，未来可以使用部分客观数据

来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其次，本研究的取样和调查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研究结

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需要通过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企业调研来扩大

样本来源和数量从而加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最后，本研究证实了团队认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以及团队跨界在创业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这也说明在创业型领导与团

队创造力的关系中还存在其他重要的传导机制，未来有必要挖掘二者间的潜在中介变量和外

部情境因素，以更加全面地揭示创业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作用路径及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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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ss-level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on
Team Creativity

Lin Qin,  Yi Lingfeng
（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Summar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background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the
highly  uncertain  environment,  enterprises  need  to  implement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guide
employees to change, innovate and develop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strategic valu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team is the basic unit of an enterprise, generating synergies
through in-depth cooperation among team members. As an effective leadership in this context, how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enhances team creativity is crucial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on team creativity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conduction of the team’s external behavior process, and team creativ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lex team process. The flattening and flexi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make top managers carry out
activities directly in the form of tea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how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ffects the behavior process of the team, and then strengthen team creativity.

Based on the process-oriented theory of knowledge emergence in tea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on team creativit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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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ss-level analysis of the longitudinal matching data between the senior executives and the R&D
teams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1）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eam creativity.（2）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can stimulate team
boundary spanning and then improve team creativity.（3）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can enhanc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eam boundary spanning on team creativity.（4）The higher the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on team creativity through
team boundary spanning.

This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ly,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and team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m behavior process. Secondly, it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on team creativity. Finally, it highlights the cross-level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on team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several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irstly, top managers must respond to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and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with the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model.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 executives
to mobilize various teams to break the rigid knowledge system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cquire valuable
knowledge from the outside for knowledge updating, integ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and form creative
output. Thirdly, top managers should improve the diver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the team.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team creativity; team boundary spanning; team cognitive
diversity; cross-leve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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